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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瑞振

内容提要：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宋拓《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》多本，其中最珍贵者，莫过

于明人张应召旧藏的北宋早期拓本。从版本上来看，张彦生、王壮弘前辈均以碑文拓本中“纷纠所

以”之“分”首笔“丿”画可见作为国博本《集王圣教序》版本最佳的依据，其说影响深远，然而

依今日所见却失之偏颇甚至是错误的。从鉴藏来看，国博张应召本《集王圣教序》另有“人情如

纸”等钤印，王壮弘等碑帖学家未曾释出，殊为遗憾。从装裱来看，长期以来，世人皆以国博此本

为宋拓、宋装（王壮弘先生首倡此说），然而沈从文先生却另有不同说法。斯人虽去，学术未已，

我们以最新视角辨析这些关键问题，以期为推动宋拓碑帖的研究略尽绵薄之力。

关键词：《集王圣教序》  张应召  版本  钤印  装裱

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件明人张应召旧藏的《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》，为北宋早期拓本，

其版本价值在海内外现存的宋拓本《集王圣教序》中首屈一指。

这本《集王圣教序》是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从上海文物市场（上海古籍书店）征集购买的，

此本帖身有虫蛀多处，曾略做修补。

一 、缘起：发现“《圣教》之冠”

碑帖学家张彦生于1963年在《文物》第3期发表了《怀仁集王书〈圣教序〉拓本概述》一文，

历数多种宋拓善本，其中对国家博物馆收藏的这册张应召本《集王圣教序》推崇备至：

宋拓本中最突出的，要属中国历史博物馆由沪古籍书店收来的一本……此本沪人云为上海

收购废书中所拣出。[1] 

张彦生作为碑帖研究的大家，过眼善本不可胜数，其所提及的“此本沪人云为上海收购废书中

所拣出”，这个“沪人”指的就是国博张应召本《集王圣教序》的发现者王壮弘先生。

王壮弘先生是现当代知名的太极拳武术家、版本学家、碑帖鉴定学家，曾先后任职于上海古籍

书店、朵云轩书店等，从事文物征集工作。国博张应召本《集王圣教序》就是王壮弘先生在其任职

[1]　张彦生：《怀仁集王书〈圣教序〉拓本概述》，《文物》1963年第3期，第34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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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古籍书店期间直接发现的。[1] 

王壮弘在多种学术著作中提到了其在上海张家花园偶然发现这本《集王圣教序》的传奇经过。

1985年，王壮弘先生出版《碑帖鉴别常识》，书中列举了十二则碑帖鉴别的实例。在“观碑欲细一

则”中，王先生较为详细地记叙了国博张应召本《集王圣教序》的发现过程：

一九五八年于沪上张家花园一旧家观赏金石书画，见碑帖拓本一纸，垫于书堆之下，取

而阅之乃《集王书圣教序记》残页。初不甚介意，及细察觉其拓墨精细，字画较一般宋拓为瘦

劲，而精气内含，知决非凡物。求主人再搜寻数页，验其裱褙都为宋纸，字口墨法均属宋拓上

乘，然其重要考据处皆不得见，于是偕同主人橱前、屋下、废书、杂纸堆中检索渐得，逐一校

勘尚缺一页。而其考据非但“圣慈所被”之“慈”字丝毫未损，并文内六行“纷纠”之“纷”

字“分”部，首笔赫然尚存，为现存《圣教》考据最高之本。无意中发现如此鸿宝，不禁为之

狂喜。主人亦喜形于色。翌日主人复于锅盘下得面板二纸，内缺一页亦已寻得，竟成完璧，粘

贴成册。[2] 

从上述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，王壮弘先生在上海张家花园旧藏家的家中，无意间发现了几页

《集王圣教序》拓本。当天，王先生和藏家一起找到了拓本的绝大多数内容，第二天，藏家主人又

找到了拓本册页的面板和其中的剩余一页，可以说，这两天是改写宋拓《集王圣教序》研究历史的

重要时刻！

王壮弘先生在《崇善楼笔记》中也提到了这册《集王圣教序》发现的过程 [3]：

此册余得于上海张家花园旧家，适值北京八大馆建成（一九五九年），遂归中国历史博物

馆……张本见于茂名路张家花园一旧家……今张本藏北京历史博物馆。[4] 

在著作《艺林杂谈》中[5] ，王壮弘先生又提到了此事：

唐拓既不可见，传世所见拓本当以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张应召旧藏、王际华跋本最为精

旧，此册为宋装大开本，首尾无缺……为存世《圣教》诸本之冠，一九五八年笔者得于沪上张

家花园一旧家。[6] 

除了王壮弘先生以当事人的第一视角记叙了这本《集王圣教序》以外，朵云轩的工作人员从另

[1]　王壮弘先生1956年至1960年任职于上海古籍书店。参见王壮弘：《崇善楼笔记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

261页。

[2]　王壮弘：《碑帖鉴别常识》，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版，第89页。

[3]　20世纪80年代，《崇善楼笔记》在《书法研究》连载，后结集出版为专书。

[4]　王壮弘：《崇善楼笔记》，第152—154页。

[5]　20世纪80年代，王壮弘先生先是在《书法报》专栏写文章，名为《艺林杂谈》，后结集出版为同名专著。

[6]　王壮弘：《艺林杂谈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79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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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角度记载了王壮弘等人发现这本《集王圣教序》的过程：

60年代初，现茂名路附近张家花园处的一户人家请朵云轩派员上门“会诊”，他家有一批前

人留下来的碑帖。字画鉴定人员一一翻检，发现价值一般。正在此时，从纸堆里掉下两张残片，

富有经验的鉴定员拣起一看，立即断定这是宋代拓片。原来这家人将这本珍贵的碑帖拆开来垫锅

子用了，朵云轩鉴定人员发动这一家人翻箱倒柜，经过几天的搜寻，最后这件零片散佚的拓本，

终于从灰蒙蒙的壁角里抢救出来，最后两页还是在灶头旁拾得的。经过精心装裱重现光彩。国庆

10周年前夕，首都十大建筑落成，中国历史博物馆来上海筹集藏品，一眼相中了这部《宋拓王羲

之圣教序》。后来该馆在报上公布了馆藏的十件珍品，这本碑帖荣幸地名列榜首。[1] 

上述记载中提到发现碑帖一事发生在“60年代初”，显然不对，因为1959年此帖已经调往北

京。另外，说此帖“精心装裱重现光彩”，亦言过其实，此帖散页经王壮弘先生发现后，用淡黄色

老纸从散页背部进行简单拼接、黏合，“修旧如旧”，复成一册。

综合上述史料来看，这本张应召旧藏本北宋拓《集王圣教序》是王壮弘先生于1958年在上海

茂名路的张家花园发现并且购得的。（图1）根据王先生的描述，在一个收藏者家中“书堆之下”

偶然发现“《集王书圣教序记》残页”“拓本一纸”，细察之下，发现拓本“精气内含，知决非凡

物”，于是和该处主人一起在“橱前、屋下、废书、杂纸堆”等处搜寻其他残页，功夫不负有心

人，经过两天努力找寻，这册北宋拓《集王圣教序》被再次粘贴成册，复归完璧。

1958年，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，北京市召开国庆工程动员大会，一千余名建筑工

作者参与其间。第二年，即1959年，人民大会堂、北京火车站、农业展览馆、北京历史博物馆等首

都十大建筑落成。作为展示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窗口，北京历史博物馆的收藏水平和陈列水平备受

[1]　严慈：《朵云轩史话》，吉林摄影出版社1997年版，第22页。

图1  国博张应召本北宋早期拓《集王圣教序》

尺寸：高10cm，宽14.56cm　来源：国博馆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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瞩目。由于北京历史博物馆“陈列品大多是来源记载不明的传世品，缺乏科学依据的实物”，“既

不能全面地、确切地反映历史面貌，向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，也不能满足他

们参观的要求”，而“陈列内容的好坏，关系到外宾对我国历史的了解与政治影响”。[1]在这样的

情况下，相关部门下发《请选拔出土文物以支持北京历史博物馆充实陈列》《为新建的中国革命博

物馆、中国历史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征集文物与资料》等文件，推动相关文物的征集工作。“在文

物的征集工作中，全国各兄弟单位和一些同志发挥社会主义协作精神，把本单位或个人所收藏的许

多重要文物支援历史博物馆。”[2] 

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，刚刚重现于世人面前的这本张应召旧藏北宋拓《集王圣教序》可谓

适逢其会，加上王壮弘先生的大力推崇，这册碑帖遂成为当时文物征集的重点对象。最终，这册标

价一千元的珍贵拓本以一千五百元价格（沈从文先生说法）被征集到北京历史博物馆，成为后来中

国历史博物馆（今中国国家博物馆）镇馆之宝之一。（图2）

二、版本：误解“天下第一”

传世碑帖之中，若论宋拓本数量最夥者，无过于《集王圣教序》和《九成宫醴泉铭》，其中以

《集王圣教序》最为常见，仅中国国家博物馆就藏有北宋拓、南宋拓数本。除了传世众多的宋代拓

本之外，甚至还有关于《集王圣教序》唐代拓本的历史记载。

清人王澍在《虚舟题跋》中收录了一则《唐僧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》的题跋，其中谈到了

《集王圣教序》唐代拓本的情况：

雍正六年，新建友人裘鲁青之任归安，过余九龙山斋，款语移日。道及《圣教序》云，

曾见山东新城王氏所藏唐拓朱砂本，朱色鲜润，香气袭人，自首迄尾纤毫无缺。碑一册，跋三

[1]　李万万：《中国历史博物馆、中国革命博物馆的筹建及展陈制度的成熟》，《文物天地》2016年第10期，第91页。

[2]　陈乔、史树青：《邓拓同志和中国历史博物馆》，廖沫沙等：《忆邓拓》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，第165页。

图2  国博张应召本《集王圣教序》裱褙所贴旧价签

尺寸：高5cm，宽7.53cm　来源：国博馆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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册，重十数斤，盖是初刻成时进御者。非直《圣教》奇宝，亦是碑刻墨王。吾前以积书岩所藏

为天下第一，闻此当退避三舍矣。惜未由见偿此饥渴。[1] 

这则文献常为研究者所征引，也被视为关于唐拓《集王圣教序》的唯一著录文献来看待，实

际并非如此，清人杨守敬也有相关记载：“昔吾友胡石、查义赞为言商城周氏有此碑（《集王圣教

序》）朱拓本，如初刻成者，定为唐拓。” [2]由此可见，关于唐拓《集王圣教序》，非止一说。

然而值得注意的是，关于唐拓《集王圣教序》，诸家均未亲见，皆为辗转听闻。由上述记载可

知，传闻中的唐拓《集王圣教序》为朱拓本，而且字画未损，“自首迄尾纤毫无缺”，“盖是初刻

成时进御者”。唐拓本固然珍贵，可惜并未有传世者，更无从辨别其真实情况。

由于唐拓本未见传世，宋代拓本的《集王圣教序》就成为存世可见的最早版本。

粗略统计现存的宋代拓《集王圣教序》，计有几十本之多，其中仅北宋拓本就有多种，如中国

国家博物馆藏张应召本、宝熙旧藏本；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朱翼庵旧藏本、王铎题跋本；国家图书馆

藏殷铁庵本；上海博物馆藏周文清本；上海图书馆藏翁方纲题跋本（亦为张应召旧藏本）；日本三

井文库藏刘铁云本；天津博物馆藏崇恩“墨皇”本；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刘正宗本，四川博物馆藏郑

板桥本，等等。上述这些都号称北宋拓本，是现存《集王圣教序》拓本中的翘楚。为求简明，兹将

目前常见的几种北宋拓本《集王圣教序》列表如下。（表1）

表1  《集王圣教序》目前较为常见的几种北宋拓本

序号 拓本 装帧 概况 收藏地

1 国博张应召本 每半开6行；行10—11字 白麻纸拓；有王际华题跋 中国国家博物馆

2 宝熙旧藏本 每半开5行；行10—12字 后《心经》缺一开；有张效彬跋 中国国家博物馆

3 朱翼庵旧藏本 每半开4行；行9—10字 白麻纸拓；缺末行；有王世懋跋 故宫博物院

4 上图张应召本 每半开4行；行11—12字 明库装；有翁方纲、尹秉绶题跋 上海图书馆

5 刘铁云旧藏本 每半开5行；行10—12字 拓工佳；有董其昌、刘铁云跋 日本三井文库

6 刘正宗旧藏本 每半开5行；行11—12字 明库装；有董其昌、郭尚先跋 西安碑林博物馆

7 崇恩旧藏“墨皇”本 每半开4行；行9—10字 白麻纸拓；字口肥润；有崇恩跋 天津博物馆

《集王圣教序》北宋拓本的判断，主要依据几个字作为标志性考据点：碑文第十五行末尾“圣

慈所被”之“慈”字完好，仅有一道斜裂细纹贯于字之右上，字画未损，而南宋拓本“慈”右上字

画已损；二十一行“久植胜缘”之“缘”字左下不连石花，而南宋拓本已泐连下方石花。（表2）

其他地方，北宋拓本与南宋拓本没有太大差异。北宋早期拓本字体瘦硬，字口锋利清晰，北宋晚期

拓本字口不复泾渭分明，笔画边界已见朦胧之态，碑帖研究者谓拓本上此种笔画现象为“腴润”。

[1]　（清）王澍著，李文点校：《虚舟题跋·竹云题跋》，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，第110页。

[2]　（清）杨守敬著，杨先梅辑，刘信芳校注：《杨守敬题跋书信遗稿》，巴蜀书社1996年版，第87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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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2　《集王圣教序》北宋与南宋拓本考据字差异对比[1] 

北宋拓本 南宋拓本 北宋拓本 南宋拓本

    

北宋本“慈”字未损；南宋本“慈”字右上损泐明显
北宋本“缘”字下部不连石花；

南宋本已损泐至与下方石花相连

北宋诸拓本中，根据碑文拓本中“纷纠所以”之“纷”字右边“分”首笔“丿”画是否可见，

又进一步分为北宋早期拓和北宋中晚期拓两种。符合北宋早期拓本特征的现今有三种，分别为中国

国家博物馆所藏张应召旧藏本、宝熙旧藏本和故宫博物院所藏朱翼庵旧藏本。这三种拓本“纷纠所

以”中的“纷”字右边“分”首笔“丿”画均清晰可见。（图3）

图3  张应召本（左）  尺寸：高8cm，宽4.82cm  来源：国博馆藏

宝熙本（中）  尺寸：高8cm，宽4.13cm  来源：国博馆藏

朱翼庵本（右）  尺寸：高8cm，宽3.86cm  来源：故宫官网

仅以“纷纠所以”处考据而论，这三种拓本几乎难分伯仲，加之其他重要考据皆合《集王圣教

序》北宋拓本的特征，因此我们说，这三种拓本堪称当今北宋早期拓本的“标准件”。

1963年，张彦生在《怀仁集王书〈圣教序〉拓本概述》中将国博藏张应召本推为“天下第

一”：

宋拓本中最突出者，要属中国历史博物馆由沪古籍书店收来的一本。此本与一般“慈”字

[1]　表中所选北宋拓本为国博藏张应召本；南宋拓本为西安碑林1973年发现的南宋（金）拓本。



281

海内之冠：国博藏北宋早期拓《集王圣教序》考正

不损本所异者。六行“纷纠”，“纷”字中笔可见，所见北宋拓本，此为第一。[1]

从中可知，张彦生将此拓本推为“天下第一”的主要依据是“纷纠所以”之“纷”字右边

“分”首笔“丿”画可见（“丿”位于“纷”字中间，故张彦生称“纷”字中笔可见）。张氏作为

近代碑帖版本研究大家，寓目拓本之富，可谓无出其右者，加之这篇论文发表于《文物》杂志，于

是这一论断逐渐成为影响最大的说法。

1984年，张彦生在《善本碑帖录》“唐怀仁集王右军书三藏圣教序记”条目下，将国博张应召

本推为其所见“最旧拓本”，与其前说无甚差异：

见比较最旧拓本，藏中国历史博物馆，乾隆时四库全书总裁王际华旧藏，并题字。宋装

本，六行“纷纠”，“纷”字中笔可见，十五行末“圣慈”，“慈”字首点无石花痕，“慈”

字完好，其他与一班北宋拓“慈”字完好本无显著差别。[2] 

1985年，王壮弘先生进一步丰富了张彦生的这一学说。在《崇善楼笔记》中，王壮弘将国博张

应召本、宝熙本（即沈乙盦跋本）并列为最旧之拓本：

所见北宋本，以在上海张家花园收得之明张应召旧藏本，及北京沈乙盦跋本为最。文内

六行“纷纠所以”之“纷”字“分”部首笔可见，“以”字右笔首未泐粗。碑裂纹仅及“文林

朗”之“林”字，“尚书高阳县”之“书”字无裂纹。此二本今皆藏中国历史博物馆。[3] 

这一认识可以说是在张彦生的基础上往前推进了一步，将国博张应召本、宝熙本并列为北宋早

期拓本。

由于张彦生1963年发表的《怀仁集王书〈圣教序〉拓本概述》一文影响太大，以至于直至今

天，中外学者依然难逃张氏论断的“禁锢”。2020年，意大利学者毕罗在《尊右军以翼圣教》一书

中说道：

中国学术界经常把“张应召集王”称为“天下第一本”，原因在“分”和“以”与其他拓

本相比更完整一些。[4]

如果将张彦生误解“天下第一本”《集王圣教序》归结于时代之局限，尚可体谅；那么今天的

研究者还在继续这样的“误解”则值得我们反思，这也是我们今天详细辨析《集王圣教序》北宋早

期拓本的现实意义。

[1]　张彦生：《怀仁集王书〈圣教序〉拓本概述》，第34页。

[2]　张彦生：《善本碑帖录》，中华书局1984年版，第113页。

[3]　王壮弘：《崇善楼笔记》，第148—149页。

[4]　［意大利］毕罗：《尊右军以翼圣教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，第102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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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上述国博张应召本、宝熙本和故宫朱翼庵本三者的“纷纠所以”对比来看，这三本皆符合张

彦生所说的“最旧拓本”之特征，因此，这个考据不能作为国博张应召本“天下第一”的依据。应

该说，国博张应召本、宝熙本和故宫朱翼庵本均属《集王圣教序》的北宋早期拓本，皆可称为张彦

生所谓的“最旧拓本”。

那么，国博张应召旧藏本还是不是“天下第一本”呢？

评价碑帖版本的优劣，我们还有一个重要标准，那就是涂墨描补和内容的完整性。就这一点而

言，国博张应召本仍可称“天下第一”。

拓本在拓完之后，常常被以墨笔描补，以求完美，然而这样一来，就很难反映拓本的真实年

代，所以，描补行为实为古代拓本之“一厄”也。诚如民国收藏家方若在《鲜于氏离堆记残石拓

本》题跋中所说：“樊氏藏本多墨描致伤，世人勿效此习，便是积德！” [1]由此可见墨描拓本之习

气为大收藏家所不齿！

《集王圣教序》北宋诸拓本中，不乏墨笔描补者，如天津博物馆所藏“墨皇”本、西安碑林博

物馆藏刘正宗本等，无论石花还是笔画处，均有不同程度的描补。正因为如此，故宫博物院的马子

云先生亲自到天津目验“墨皇”本，发现其涂描之弊，实在不孚“墨皇”之名：

清代崇恩所藏《怀仁集王圣教序碑》，为之爱不释手，称为“墨皇本”。一九七九年春，

我到天津艺术博物馆，对“墨皇本”详细审查一遍，得知此是北宋晚期拓本，拓工不精，装裱

不佳，字过肥而失其原神，且“显”字已涂。“显”仅涂左竖笔，中缺左横笔，其中“丝”字

起笔应连在“曰”字之右，但是所涂偏左，下边之各笔皆较原刻，每笔皆毛草，而无笔划边

际。现有北宋晚期拓本数本，皆拓工精细而字神好。“墨皇”之名，是崇恩自我抬高，名不副

实。[2] 

以这样严格的标准审视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张应召本和宝熙本原件，未见描补之痕迹，通篇神

完气足；而故宫藏朱翼庵本则有几处明显描补，如“久植胜缘”下石花经过墨笔涂描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宝熙本和故宫朱翼庵本在内容上均不完整。（图4）其中，宝熙本的《心经》

部分缺一开，计约117字；朱翼庵本末尾缺20字。此二本由装帧之形制观察，其拓本文字缺失均在

最终装裱之前。反观国博张应召本，文字内容则十分完整。[3] 

国家博物馆藏张应召本《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》，“纷纠所以”，“纷”字右边“分”字

首笔“丿”画清晰可见，通篇内容完整，未见墨笔描补之弊。综合来看，的确不负“《圣教》之

冠”、天下第一的美名！

[1]　《鲜于氏离堆记残石拓本》册后方若题跋，国家博物馆藏本。

[2]　马子云：《碑帖鉴定浅说》，紫禁城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106页。

[3]　国博张应召本第四开“幼怀贞敏，早悟三空之心；长契神情，先苞四忍之行”，由于装裱原因，错剪为“幼怀

空之心长契神贞敏早悟三情先苞四忍之行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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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鉴藏：错释“人情如纸”

国博张应召本《集王圣教序》，剪裱本，全本17开，其中帖心部分15.5开。裱本每半开纵40厘

米、横26.3厘米；帖心纵30.5厘米、横18.1厘米。

综观国博张应召本《集王圣教序》的收藏情况，可见有收藏印章多处和题跋一处。其中，收藏

印章基本为明代人张应召所钤盖；而题跋则为清代乾隆朝大臣王际华所书。通过这些内容的梳理，

基本可以勾勒出国博张应召本《集王圣教序》在明清时期的递藏情况。

（一）在明代的流传

翻开国博张应召本《集王圣教序》，朱迹累累，每一开均有钤印，少则一枚，多则五枚。可见

鉴赏者对此册拓本宝爱之甚。

前辈学者对此册所钤印章业已有所研究，但是有些印章的释文尚存争议。如王壮弘先生将其中

三枚印章分别释为“□□”“谷芗”和“吴音忘听”：

每页右边均钤有□□骑缝印，及下“谷芗”小印，并有“吴音忘听”之双葫芦印。[1] 

对于其中的“人情如纸”骑缝印，王先生将其误认为二字印，其印文释文作“□□”。

2014年，《中国国家博物馆百年收藏集粹》一书再次对王际华题跋本《集王圣教序》的收藏印

章进行了注释：

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碑册，北宋拓本……钤印：张应召印、南唐张应召图书印、爱听吴

音、谷芗等。[2] 

[1]　王壮弘：《碑帖鉴别常识》，第89页。

[2]　吕章申主编：《中国国家博物馆百年收藏集粹》，安徽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，第484页。

图4  宝熙本（左）  尺寸：高7cm，宽7.22cm  来源：国博馆藏

朱翼庵本（右）  尺寸：高7cm，宽6.68cm  来源：故宫官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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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比于王壮弘先生的印章释文，《中国国家博物馆百年收藏集粹》将“吴音忘听”释作“爱

听吴音”，这一点较王壮弘先生所作释文有进步，双葫芦印的确应以《中国国家博物馆百年收藏集

粹》释文“爱听吴音”为是。但是，《中国国家博物馆百年收藏集粹》对于“人情如纸”骑缝印亦

从略未释；而对于第一开所钤“南唐张应召家藏图书印”，则误释为“南唐张应召图书印”，漏掉

了其中的“家藏”二字。

综合王壮弘先生所作印章释文和《中国国家博物馆百年收藏集粹》书中钤印释文来看，除了

“□□”骑缝印以外，其他钤印均已顺利释出。

我们通过对拓本所钤印迹原件上的三十多处同一钤印反复甄别，最终确认，前辈学者未能释出

的“□□”骑缝印，并非二字印，实为四字朱文印章，印文作“人情如纸”。（图5）

图5  国博张应召本“人情如纸”钤印原图（左）及印章图片处理后的效果（右）

尺寸：高4cm，宽8.65cm  来源：国博馆藏

“人情如纸”朱文印在章法上设计得十分巧妙，四字印文作三列。第一列自上而下排布“人

情”二字，其中“情”字又从左右结字分解为上下两结字，上边为“心”，下边为“青”；第二列

是一个“如”字，也将“如”字从左右结字分解为上下结字，上边为“女”，下边为“口”；第三

列为“纸”字，将“ ”字从左右结字分解为上下结字，上边为“氏”，下边为“糸”。

由“人情如纸”一印的字法和章法分析来看，篆印之人对篆刻章法十分熟悉且独具匠心。

经过统计，此册拓本合计钤印六十五处。其中，绝大多数为重复钤印，主要为“人情如

纸”“爱听吴音”“谷芗”三枚朱文印，这三枚印章重复钤盖多达六十二处。

以上三印，多次重复钤盖于裱本之中，用印规律高度一致，其印主应为同一人。根据印文内

容和用印特点来看，这三枚印章的主人就是明代张应召；而为张应召刻制印章之人则为其师温如

玉。[1] 

张应召，字用之，山东胶州人。明代后期著名的书画家，擅画山水、人物。同时也是石刻刻

工，师事明代后期苏州刻工、篆刻家温如玉，二人最著名的活动就是共同完成了肃府本《淳化阁

[1]　我们通过对比国博张应召本《集王圣教序》所钤印章和温如玉传世的篆刻作品来看，二者艺术风格高度一致。

温如玉篆刻情况见高石：《温其如玉：吴门篆刻家温如玉篆刻艺术摭谈》，《吴门印风：明清篆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

集》，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版，第145—156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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帖》的摹刻工作。温如玉、张应召师徒二人，主要工作都与碑刻有关，其中温如玉还特别擅长篆

刻，其很多篆刻作品留存于《渠亭印选》。

温如玉，字白雪，别号伯坚。明长洲人。善真、草、行、篆、八分书，尤工印章，籍于

胶，子孙居东乡温家庄……张应召，字用之，别号起莘，原籍陕西某县。善山水人物，尤工写

真，师事伯坚。万历三十一年同应肃藩召摹淳化阁帖，凡十二年而成，亦籍于胶，子孙居东乡

华家庄。[1] 

张应召十分擅长碑刻钩摹之法，为时人所称道，而张氏摹勒碑刻所采用的“字典”正是《集王

圣教序》：

予在北海，见胶西张用之为人集右军帖中字作碑，先用硬黄法摹帖中字，于纸向灯取

影，以远近为大小，若今人为影戏者。度其式合，就而双钩，然后实填，故一帖中字大小能相

似。[2] 

从周亮工的记载中我们可以得知，周亮工曾

经在北海见到张应召在碑刻活动中使用集王羲之书

法的字帖。与此对应，明天启六年（1626）六月，

张应召曾为大臣李从心摹刻《奉天诰命帖》。（图

6）此帖集王羲之书法而成，其中所用之字即从

《集王圣教序》中辑出，从此帖中亦可见张应召对

《集王圣教序》的掌握十分娴熟。由此可见，《集

王圣教序》对张应召来说，不单是收藏品，同时也

是他赖以工作的重要工具。

温如玉原籍苏州，“吴音”专指苏州地区的

语言、语音。温如玉作为明代著名的刻工，与弟子

张应召辗转多地，从事刻碑活动，师徒二人饱尝世

味。张应召受此影响，不单“爱听吴音”，亦常感慨“人情如纸”，尽在情理之中。

除了以上三印之外，尚有张应召所用印章三枚。第一开右下角裱边处“爱听吴音”双葫芦印上

方钤盖“南唐张应召家藏图书印”朱文方印一枚。第十六开右半开帖心左下角钤有“张应召印”朱

文方印、“字用之”朱文方印各一枚。这三枚钤印均为张应召所使用。

全册拓本钤印情况统计如下。（表3）

[1]　（清）张同声修，（清）李图纂：《道光重修胶州志》卷三十，清道光二十五年（1845）刊本。

[2]　（清）周亮工：《书影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，第139页。

图6  张应召摹勒的集王羲之书《奉天诰命帖》

尺寸：高8cm，宽7.74cm  来源：《藏帖浅识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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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表3  国博张应召本《集王圣教序》钤印汇总[1]

印章 印文 形制 钤盖 位置

 人情如纸
朱文方印

（1.4cm×1.4cm）
31处 每半开拓本右侧画心与裱边骑缝处

 爱听吴音 朱文双葫芦印 16处 每开页右半开右下角裱边处[1]

 谷芗
朱文方印

（0.9cm×0.9cm）
15处 帖心每开页右半开右下角

 
南唐张应召

家藏图书印

朱文方印

（2.2cm×2.2cm）
1处 第一开右下角裱边处

 张应召印
朱文方印

（2.8cm×2.8cm）
1处 第十六开右半开帖心左下角

 字用之
朱文方印

（2.8cm×2.8cm）
1处 第十六开右半开帖心左下角

通过以上梳理，我们基本可以判断这册拓本在明代的

收藏者主要是张应召。

（二）在清代的流传

国博张应召本《集王圣教序》在清代的流传情况，

我们主要通过清代乾隆时期王际华的册后题跋来梳理。第

十七开页右半开有清人王际华于乾隆壬午（1762）七月既

望所书题跋一则，行楷书；五行；七十七字。（图7）

在这个题跋中，王际华道出了这册《集王圣教序》在

清代的流传经过：

[1]　前16枚“爱听吴音”钤盖于每开页右半开右下角裱边处，第17枚则钤盖于最后一开王际华题跋页的左下角，这

最后一处钤印不仔细观察容易忽略。

图7  国博张应召本册后王际华题跋

尺寸：高8cm，宽3.82cm  来源：馆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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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拓《圣教序》，旧藏天瓶老人家，后归葭谷居士，十数年来，未尝轻示一人。予与葭谷

为亲串，得从借观，越岁葭谷使至，赍手札并此帖见赠。祗领之余，聊志其末。乾隆壬午七月

既望，梦舫居士王际华书。

据这则题跋可知，这册宋拓本《集王圣教序》曾先后经康乾时期的重臣“天瓶老人”张

照、“葭谷居士”孔继涑以及“梦舫居士”王际华三人收藏，根据王际华题跋中“十数年”“越

岁”“乾隆壬午”等时间节点，我们可以推论出，乾隆初年以前，此册拓本在张照处收藏。关于张

照的书画收藏来源，既有皇帝赐予，也有其自身出钱购买得到。董其昌临《杨凝式新步虚词五首并

跋》卷后有张照跋：

此卷曾为江邨先生收藏，不知何年落市儿手。雍正元年正月购得，卷首题签手迹宛然。照。[1] 

至于具体到这本宋拓《集王圣教序》的来源，目前不得而知。

约乾隆六年（1741）至乾隆十六年（1751），此册拓本从张照处流传到孔继涑家；乾隆二十六

年（1761），王际华从孔继涑处借到拓本；第二年即乾隆二十七年（1762），孔继涑将此拓本赠与

王际华，王际华在收到这册拓本之余，于乾隆壬午（1762）七月写下册后之题跋，“聊志其末”。

之所以发生这种流转，是因为张照、孔继涑和王际华这三个收藏者关系密切。

“天瓶老人”为清代书法家张照。张照（1691—1745），字得天，号泾南，亦号天瓶居士，江

南娄县人；康熙四十八年（1709）进士。“葭谷居士”则为曲阜孔子后裔孔继涑。孔继涑（1726—

1791），字信夫，号谷园，别号葭谷居士。山东曲阜人，六十八代衍圣公孔传铎第五子。

张照与孔继涑的关系很特殊。孔继涑的父亲曾经为儿子继涑求娶于张照之女，两家约定为儿女

亲家，后张照之女未及成年而早亡，但是孔继涑一直与张照以翁婿关系保持往来。

乾隆三十八年（1773），孔继涑为张照的《天瓶斋书画题跋》作序跋，提到了孔、张两家的世

代交往，情义非同寻常。

右《天瓶斋书画题跋》二卷，先外舅张文敏公所作也，昔先公为涑聘文敏公女，文敏答以

董临《大仙帖》并铭端溪砚背见赐。涑时方小，未识其妙。稍长，笃好之，遂从文敏游，得少

承指画。既而文敏下世，妙迹永绝。涑家无只字莫可临摹，遂从戚有之弆藏者假观，观必假归

勒石以为永式……乾隆癸巳冬十月，子婿继涑拜跋。[2] 

张照有一子两女，其中长女张应芝为其妻沈兰于雍正五年（1727）所生，曾许配给衍圣公孔传

铎之子孔继涑，可惜张应芝六岁而殇。[3] 

从孔继涑的序跋中可知，孔继涑的父亲曾经为其聘张照之女为妻，张照赠以董其昌临《大仙

[1]　（明）董其昌：《杨凝式新步虚词五首并跋》，《玉虹楼续鉴真帖》卷十一，载《玉虹楼法帖》。

[2]　卢辅圣主编：《中国书画全书》第八册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864页。

[3]　（清）张汝璇、张廷柱等：《云间张氏族谱》，蔬香别墅藏本，清同治刊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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帖》以及一方带铭端砚，其砚铭亦有记载：“玉亦待琢，圣亦待学。文其在兹，可以为错。雍正辛

亥冬，赠豫哥贤婿。张照。”[1] 

从张照赠给孔继涑的砚铭中，我们可以看出他对这位未来女婿的期待和赞赏之情。稍长，孔

继涑向张照学习书法，“曲阜孔谷园先生继涑刻《玉虹楼鉴真帖》数十卷。先生之书，瓣香天瓶居

士，乾隆东巡，临书以进，上熟视曰：‘好像张照。’” [2]连熟知张照书法的乾隆皇帝都觉得孔继

涑书法神似张照，可见孔继涑完美地继承了张照的书法技艺。

后来张照去世，孔继涑编订《玉虹楼法帖》，将张照的书法收入其中。

昨春，予再入京师，晤曲阜孔君葭谷，葭谷为文敏婿，盖亲见其悬臂作楷，而得真传者。

文敏遗迹，葭谷既广为搜罗，钩勒上石。[3] 

从上述《天瓶斋书画题跋》跋语中，我们也可以印证张照与葭谷居士孔继涑之间的密切交往，

两人既有翁婿之情，又有师生之谊。张照曾经指点孔继涑学习书法。而张照去世后，孔继涑一方面

将张照的书法摹刻收入《玉虹楼法帖》，流传久远；同时，孔继涑将张照的书画题跋尽心收罗，刊

刻为《天瓶斋书画题跋》。

张照的藏品，既有生前赠与孔继涑者，亦有张照去世以后陆续归孔继涑所有者，其中也包括这

册珍贵的宋拓本《集王圣教序》。

此册拓本归孔继涑所有后，因为孔与王际华也有亲戚关系，所以，乾隆二十六年（1761），王

际华从孔继涑处借来拓本，观摩学习，不忍释手。过了一年，孔继涑派人给王际华带来书信，将此

拓本一并赠与了王际华。

王际华（1717—1776），字秋瑞，一字秋水，号白斋，浙江钱塘人，清藏书家、书画家。乾

隆十年（1745）一甲三名进士，历任工、刑、兵、户、吏诸部侍郎等。曾经参与《四库全书》的编

纂，分别担任《四库全书》的总阅、总纂、总校、提调、协勘等。

在《集王圣教序》册后题跋中，王际华落款为“梦舫居士”。文献记载了王际华这个别号的由

来。王际华在京为官，怀念家乡，忆起孩童时期的西溪小舫（一种船型建筑），形成了梦境，于是

便将自己的书房仿造为西溪小舫，命名“梦舫”，并以“梦舫”自号：

乾隆庚寅，邸寓增构梦舫成。梦舫者，忆童时西溪小舫，形诸梦寐，因仿而为之，遂以名

也。[4] 

王际华，乾隆十年探花……初居韩家潭，后住外郎营的徐文穆宅。二十八年，将张廷玉、

史贻直之赐第赐予王际华，将正堂起名为宝言堂，书室名梦舫。[5] 

[1]　卢辅圣主编：《中国书画全书》第八册，第864页。

[2]　（清）梁绍壬：《两般秋雨庵随笔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，第102页。

[3]　卢辅圣主编：《中国书画全书》第八册，第864页。

[4]　（清）吴荣光：《辛丑销夏记》卷二，清道光刻本。

[5]　赵雅丽：《晚清京师南城政治文化研究》，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，第56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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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“梦舫”，其旧址就在北京西城区前门外大栅栏地区西南的韩家胡同，原为韩家潭，1965

年改为今天的韩家胡同。“宝言堂，在韩家谭，王文庄（际华）第，有梦舫室。”[1] 

王际华的老家在浙江钱塘，距离上海不远，所以此册有可能由王际华从北京的“梦舫”带回老

家浙江，直至1958年，王壮弘先生在上海重新发现此册。

四、装裱：宋装、明装之争

碑帖拓本的装裱是裱本类碑帖拓本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碑帖的装裱属于传统书画装裱的范畴。装

裱堪称书画碑帖的命脉所系，“窃谓装潢者，书画之司命也……宝书画者，不可不究装潢。” [2]由

此可见装裱对于书画碑帖的重要作用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古人重视书画碑帖的装裱。

据记载，隋唐时期就有装裱者署名于书画之末的现象。张彦远《历代名画记》“叙古今跋尾、

押署”一节记载了诸多隋唐时期的装裱签署，如：“隋：江总、姚察、朱异、何妥。大业，年月

日。奉敕装。”[3]“贞观十五年、十六年，月日，文林郎，臣张龙树装裱。”[4]证之以历史文物，敦

煌藏经洞的唐代写经之上就已经出现了“装潢手解善集”“装潢手解集”“装潢经手王恭”“装潢

手臣辅文开”等裱工署名的内容；至宋代，又出现了龙大渊、曾纯甫等装裱名工。清代厉鹗也说：

“唐内府书画装潢匠，则有张龙树、王行直、王思忠、李仙丹辈，要皆良工好手。”[5]

然而可惜的是，“书画装裱发展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，可是关于装裱理论的研究著作却是凤

毛麟角”[6]。碑帖装裱理论的研究同样不充分，对于传统碑帖装裱历史的研究则更加贫瘠。由于缺

乏传统书画装裱研究成果的支撑，历来碑帖研究注重版本，而于碑帖装裱的历史显得无力顾及。

关于国家博物馆所藏《集王圣教序》此册的装裱情况，相关研究显得相对充分一些，汇总起来

有两种说法。王壮弘、张彦生等碑帖名家均认为是宋拓宋装。对中国古代服饰、织物深有研究的沈

从文先生则认为并非宋装。

王壮弘先生说，征集此帖之时，已经散落的《集王圣教序》并不集中在一处，“求主人再搜寻

数页，验其裱褙都为宋纸……翌日主人复于锅盘下得面板二纸，内缺一页亦已寻得，竟成完璧，粘

贴成册……锦面和裱褙皆是宋时原装”[7]。王先生判断此册为宋代原装的依据是其装裱所用的覆褙

纸皆为宋纸，同时“面板”二纸的锦面亦是宋锦原装。

张彦生在《善本碑帖录》中说：“唐怀仁集王右军书三藏圣教序记……见比较最旧拓本，藏中

国历史博物馆，乾隆时四库全书总裁王际华旧藏，并题字。宋装本……” [8]张彦生在《怀仁集王书

〈圣教序〉拓本概述》一文中亦称：“宋拓本中最突出的，要属中国历史博物馆由沪古籍书店收来

[1]　邓之诚著，邓珂点校：《骨董琐记全编》，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362页。

[2]　（明）周嘉胄著，尚莲霞编著：《装潢志》，中华书局2012年版，第1—7页。

[3]　（唐）张彦远：《历代名画记》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版，第50页。

[4]　（唐）张彦远：《历代名画记》，第51页。

[5]　（清）厉鹗撰，罗仲鼎、俞浣萍点校：《厉鹗集》（中）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，第617页。

[6]　（明）周嘉胄著，尚莲霞编著：《装潢志》，第1页。

[7]　王壮弘：《碑帖鉴别常识》，第181页。

[8]　张彦生：《善本碑帖录》，第113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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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一本。这本是宋装裱原册。”[1] 

王壮弘、张彦生两大碑帖研究大家如此断言，似乎已经不必再讨论。但是，值得注意的是，王

壮弘、张彦生两位前辈专家并未言明或者详细申述更多的依据。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的沈从文

先生对王壮弘、张彦生“宋装”的说法并不买账，他认为此册不可能是宋代原装，而且从自己擅长

的织物研究角度提出了具体的理由[2]：

例如我搞绸缎服装，馆中同志初即多以为是由个人兴趣出发，不是研究中必需的，不明白

它用在许多方面，都有一定作用。直到我写出篇有关锦缎论文时，同行中才明白，这里面还有

那么些问题，为从来写美术史的所不知。且就这一部门举几个小例，就可证明搞绸缎可不是什

么个人兴趣了。一、本馆建馆时，派过两位同志去上海征集文物，花一千五百元买来一部商人

担保是北宋原装原拓《圣教序》。这部帖据说还经由申博专家代为鉴定的。拿来一看，不必翻

阅即可断定说的原装大有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封面小花锦是18 世纪中期典型锦，什么“担保”

谎话，什么专家“权威”鉴定，若有了点锦缎常识，岂不是一下即推翻？[3] 

沈先生质疑此册为宋代原装的主要理由是他认为此册宋拓《集王圣教序》封面小花锦是18世纪

中期，也就是清康熙、乾隆时期的典型锦。宋锦，一般而言有两个层面的含义，一是指宋代生产的

织锦。宋代织锦传世和出土的极少，主要是一些宋装书画上面的装裱材料；其结构特点为用纬线表

现花纹，属于纬锦。二是指明清时期由苏州、杭州、湖州生产的宋式锦，主要为苏州织锦。宋式锦

按其结构特点主要为特结锦。这种锦在纬线显色的基础上，以单独经线对显色纬线进行局部固定，

其技法起源于元代，至明清发展更盛。国博张应召本《集王圣教序》封面花锦从结构上看属于这种

特结锦。（图8）

图8  经锦[4]（左）、纬锦（中左）、特结宋式锦（中右）和国博张应召本花锦（右）

尺寸：高4cm，宽14.69cm  来源：国博馆藏

国博本花锦显蓝色纬线部分均有白色经线（蓝色上均匀分布的白点）进行固定，与特结宋式锦

[1]　张彦生：《怀仁集王书〈圣教序〉拓本概述》，第34页。

[2]　沈从文先生曾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从事文物研究，著有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《龙凤图案的应用和发展》《谈

染缬》《蜀中锦》《江陵楚墓出土的丝织品》《明锦》等。

[3]　张新颖：《沈从文精读》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，第279页。

[4]　经锦主要是通过纵列的经线显花，其发展时间较早，突出的代表就是汉代锦，如1995年10月新疆出土的“五星出

东方利中国”汉代织锦护膊就是经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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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构相同，而与经锦、纬锦（宋代锦结构）在结构上完全不同。

结合册内裱边处明代张应召钤印，我们认为，国博张应召本《集王圣教序》的装裱时间基本为

明代，其表面花锦为明代所造特结锦。

实际上，真正的宋代织锦在清初就已经十分珍贵，难觅踪影。康熙年间，有人将明代收藏家季

寓庸旧藏《淳化阁帖》面板所覆宋代织锦揭去，交由织坊，模拟花样，大受欢迎：

锦向以宋织为上。泰兴季先生，家藏《淳化阁帖》十帙，每帙悉以宋锦装其前后，锦之花

纹二十种，各不相犯。先生殁后，家渐中落，欲货此帖，索价颇昂，遂无受者。独有一人以厚

赀得之，则揭取其锦二十片，货于吴中机坊为样，竟获重利。其帖另装他纻，复货于人，此亦

不龟手之智也。今锦纹愈奇，可谓青出于蓝而青于蓝矣。[1] 

“泰兴季先生”指的是明代收藏家季寓庸。季氏以曾藏《富春山居图》（无用师卷）和《伯远

帖》而广为人知。

为了深化对国博张应召本《集王圣教序》装裱的认识，我们邀请古代丝织品方面的专家对这册

《集王圣教序》的面板花锦进行了初步查看，基本认定为明清时期的宋式织锦。

装裱鉴定一直是碑帖鉴别的重要内容。对于碑帖装裱特别是“宋装”的探讨由来已久，清人孙

承泽曾经在碑帖商人手中购得一册王羲之书《黄庭经》，并将其装裱鉴定为“宋装”：

乙酉之春，从市贾得宋装小册一函，展视，用笔之妙宛如手书，其墨色拓工俱绝。上书

“御府古石刻”，盖唐石而宋装也……此帖诚不世之珍！每晨坐小窗下，旭光满室，开卷欣

然，盖十五年于兹矣！[2] 

那么，何为“宋装”？宋装一般指宋式装裱，是北宋宣和年间流行的书画装裱样式，又称“宣

和装”，包括立轴、手卷等多种装裱方式，其用料、规制、尺寸等极为考究。至南宋时期，又出现

了“绍兴御府书画式”，不但讲求工艺、材料等，同时在书画收藏制度等方面也多有发展。以宫廷

书画装裱为代表的宋代装裱，蔚为大观，这是“宋装”的特定内涵。张彦生、王壮弘所说的“宋

装”，显然并非这种典型的宋代宫廷装裱样式，而是指用宋代的纸张和织锦作为装裱材料的装裱

样式。

此外，还有一则重要的文献材料，涉及张应召旧藏宋拓《集王圣教序》的装裱问题，那就是上

海图书馆藏张应召旧藏《集王圣教序》册后的李守题跋。

除了国家博物馆所藏张应召旧藏《集王圣教序》拓本以外，上海图书馆也收藏有一册张应召旧

藏《集王圣教序》，册后有明代人李守于崇祯十一年（1638）九月所书题跋一则，叙述了张应召收

藏并转让其所藏《集王圣教序》的情形，读来十分生动。（图9）

[1]　（清）褚人获：《坚瓠集·秘集》卷之五“宋锦”，《笔记小说大观》第15册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，

第519页。

[2]　（清）孙承泽：《庚子销夏记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，第85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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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续表）

胶西张用之，予于万历壬子岁识之京师姚

氏。癸丑从先太史还里，别二十七年矣。秋七

月，用之来游武林，还诣宋先之兵使者，便道款

门，姓氏面目都不复识，历谈旧迹，始恍然如隔

世，悲感久之。

用之出《圣教序》，视余鉴定，一装册，

一尚全碑，碑圭形，丰下杀上。余夙闻之，字画

细润，实前拓数十年。而装者之拓手特精，遂相

伯仲。其精神纸墨，微独旧蓄，凡目所睹，悉无

其敌，真可宝也。用之第愿割其一，而余皆不忍

舍，因倒廪百石强售焉。

初以世少全碑，欲不复装，以存古迹。旋

谓折处久当损字，仍与陆生某某加工为正本而藏

之。自愧腕鬼过于弇洲，精鉴不如海岳，而留连

淫 之癖过之，亦甚伤于廉矣。崇祯戊寅九月，中庵记。[1] 

从李守的题跋中可知，崇祯十一年（1638）七月，张应召携带两本《集王圣教序》前往杭州，

请李守鉴赏并最终将两种拓本转让于李。李守见到这两种拓本时，一本为装裱成册者，另一本则为

全碑整拓未装裱者。这其中，成册者“拓手特精”，拓工精细；而另一本全碑整拓未装裱者“字画

细润”，其版本比前者要早拓数十年。两者综合比较，可谓各擅胜场。李守担心未装裱的这一种整

拓本时间长了难免折损，不好保存，所以就延请陆姓裱工为之装裱成册。也就是说，张应召旧藏全

碑整拓本《集王圣教序》在崇祯十一年（1638）左右被后来的收藏者李守加工装裱。

对比国家博物馆和上海图书馆所收藏的这两本张应召旧藏《集王圣教序》，上图本拓工明显胜

于国博本；但是国博本拓制时间要早于上图本。是不是说，上图本即为张应召出售给李守的装裱成

册、拓工较好的那一本；而国博本则是李守于崇祯年间请陆姓裱工装裱成册、版本较胜者呢？ [2]我

们认为并非如此，因为国博本册内裱边处有张应召钤盖的多枚印章，这表明国博本在张应召收藏期

间即已装裱成册，也就是说，国博本并非李守于崇祯十一年（1638）请陆姓裱工装裱的那一本。

国博张应召本《集王圣教序》面板织锦为明代的宋式锦，其拓本装裱时间不晚于张应召生活的

嘉靖、万历年间。

综上所述，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张应召本北宋早期拓《集王圣教序》，其版本考据符合北宋早

期拓本特征，同时卷帙完整，通篇无墨描之弊；历经明清两代递藏，渊源有序；其所存明代旧裱，

古雅工致，堪为“海内《圣教》之冠”！

（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，文献学博士，北京书法家协会会员）

[1]　上海图书馆：《集王羲之书三藏圣教序 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40页。

[2]　仲威先生通过对比上图本和国博本的题跋和考据情况，对二者进行了考证。参见仲威：《〈集王羲之书三藏圣

教序〉北宋拓本两种》，《书法》2012年第2期，第43—47页。

图9  上图本《集王圣教序》册后李守题跋

尺寸：高10cm，宽8.83cm  来源：上图馆藏


